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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已有研究发现，生育率下降带来的家庭子女数减少是缩小教育性

别差异的重要原因。然而即使在给定的子女数量下，同胞性别结构的差异也

会影响教育获得，但是来自中国的相关研究却很少。本文在中国的父权制家

庭文化背景下研究了同胞性别结构对家庭内部资源分配以及个人教育获得

的影响。本文提出，受中国传统文化以及经济动机的影响，父母的儿子偏好

导致家庭内部资源分配时偏向男孩，而抚养男孩和女孩的成本差异强化了这

种家庭内部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基于全国代表性抽样数据的研究证实了本文

的解释。研究发现，拥有兄弟不利于个人的教育获得，同胞中女孩比例越高

则有利于个人的教育获得，这种影响存在着复杂的性别间的非对称性。尽管

同胞性别结构效应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以及户籍拥有者之间并不具有一致

的变化规律，但是其影响在不同出生队列之间却存在显著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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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新中国成立 60 多年来，伴随着全民教育水平的逐步提高，教育

                                                        
∗ 本文得到了 2011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1YJC880168）、

2010 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教育获得与教育成就的性别差异：

经济学的分析视角”的资助。本文也是北京师范大学 985 工程“世界一流教育学

科与中国教育创新”基地项目的部分成果。本论文使用数据全部来自中国国家社

会科学基金资助之《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项目。该调查由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学系与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执行，项目主持人为李路路教授，边燕杰教

授，作者感谢上述机构及其人员提供数据协助。作者同时感谢匿名审稿人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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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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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差异不断缩小（Connelly & Zheng, 2007; Hannum et al., 2009a）。
已有研究大多从宏观的制度结构或公共政策角度来解释教育性别不

平等的变化趋势（吴愈晓，2012；叶华、吴晓刚，2011）。近年来的

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解释视角，也即探讨宏观的政策和制度——特别

是人口政策——对微观的家庭决策行为以及教育获得的影响（郑磊、

张鼎权，2013）。 
资源稀释理论认为，在既定的家庭资源约束下，随着同胞①数量

的增加，同胞之间对有限的家庭资源的竞争越发激烈，因此平均每个

孩子分配到的资源将减少，从而不利于其教育获得（Blake, 1981）。②由

于中国传统的男孩偏好，这种资源竞争对大家庭中的女孩尤其不利

（Wang，2005）。中国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缩小了家庭生育规模，缓

解了家庭预算约束，从而改善了女孩的教育获得（Lee, 2011; Li et al., 
2008; Tsui & Rich, 2002; 吴愈晓，2012；叶华、吴晓刚，2011）。 

然而，资源稀释理论并没有考察不同性别的孩子对家庭内部资源

分配过程的影响。由于父母在不同性别孩子之间的支出偏好不同，并

且不同性别孩子的抚养成本存在差异，因此同胞性别结构会影响同胞

之间对家庭资源的竞争以及家庭内部资源分配模式。如果说同胞规模

效应度量的是一种家庭之间的不平等，那么同胞性别结构效应度量的

则是一种家庭内部不平等（Lu & Treiman, 2008）。为了更好的理解同

胞结构对个人社会经济结果的影响，有必要关注同胞性别结构效应

（Chu et al., 2007; Powell & Steelman, 1990）。目前已有多个理论来解

释同胞性别结构与教育获得之间的关系，但经验证据并不一致，特别

是来自中国大陆地区的研究还很少。 
本文利用 2008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08）研究了同

胞性别结构与个人教育获得之间的关系，增进了我们对教育性别不平

等的家庭内部成因的理解。我们发现拥有兄弟不利于个人的教育获

得，而同胞中女孩比例的提高则有助于个人的教育获得。这种同胞性

别结构效应存在着性别间的非对称性，对不同社会经济地位、户籍状

态以及出生队列人群的影响也不尽相同。我们认为，这种效应源自经

济理性动机下家庭对男孩的偏好以及不同性别孩子的抚养成本差异。 
本文接下来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介绍了相关理论和经验证据，

                                                        
① 对应于英文文献中的sibling一词，也即兄弟姐妹。参考国内已有文献的译法（例如李宏彬、

张俊森，2008），本文将其译为“同胞”。 
② 经济学家提出了与之类似的“孩子数量和质量权衡理论”（Becker & Lewis, 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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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介绍了中国父权制家庭文化下的同胞性别结构与家庭内部

资源分配的关系及研究假说，第四部分说明了本文使用的数据和研究

方法，第五部分汇报并讨论了回归结果，最后在第六部分进行了总结。  
 

二、文献回顾 
 
针对同胞性别结构效应的研究主要探讨两个问题。首先，同胞性

别结构是否真的影响个人的教育获得？其次，同胞性别结构对教育获

得的影响机制是怎样的？目前有两类不同的理论加以解释。一类强调

父母进行家庭内部资源分配时面临的预算约束以及不同偏好的影响。

另一类则强调家庭内部同胞之间、父母和子女之间的人际互动会因为

同胞性别结构不同对个人的教育发展产生异质性影响。 
 

（一）理论模型 

1.同胞性别结构与家庭内部资源分配 

贝克尔和托姆斯（Becker & Tomes, 1979，1986）认为，父母在预

算约束下必须理性的进行家庭内部资源分配，以便实现其效用最大

化。如果父母的目标是最大化子女的总收入，那么父母就会优先投资

于边际回报率较高的孩子。由于男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时间长于女性

（李宏彬、张俊森，2008），并且很多国家的劳动力市场都存在针对

女性的歧视，因此男性的教育回报高于女性（Lu & Treiman, 2008），
从而父母对男孩的教育投资会多于对女孩的教育投资。如果是这样的

话，那么同胞当中有兄弟对男孩或女孩都是一个“威胁”，因为男孩

会“吸走”更多的教育资源，不利于其他孩子的教育投资。同胞当中

有姐妹则是一个“好消息”。这一理论也叫做“效率假说”（李宏彬、

张俊森，2008）。 
然而，父母进行家庭内部资源分配时的目标也许并非为了子女总

收入最大化。格瑞里奇斯（Griliches, 1979:S61）指出，“家庭事实上

扮演着一个潜在的收入均衡器的作用”，父母会有意识的向先天能力

较差的子女分配更多的资源。基于这一思路，贝尔曼等人（Behrman et 
al., 1982）提出了“补偿假说”。假设父母厌恶子女间收入不平等，那

么就会给能力较低或者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劣势地位的孩子投资更

多的资源，以此补偿其禀赋上的劣势，从而实现子女间未来收入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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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因此“补偿假说”所预测的结论正好和“效率假说”相反：兄弟

的存在将有利于个人的教育获得，而姐妹的存在将产生相反的影响。 
预算约束理论认为，男孩或女孩的养育成本差异也会导致同胞性

别结构会影响家庭预算约束及教育获得（Amin, 2009; Bauer & Gang, 
2001; Butcher & Case, 1994; Parish & Willis, 1993; Strauss & Thomas, 
1995:1983-1985）。一个重要的影响抚养成本性别差异的因素就是婚姻

支付。如果父母为儿子支付的彩礼和为女儿支付的嫁妆在数额上存在

差异，那么抚养儿子和女儿的成本就是不同的。在一些文化当中，婚

姻支付以嫁妆为主，从而养女儿的成本更高（Strauss & Thomas, 
1995:1985）。因此在既定的家庭资源下，为了女儿将来的婚姻做准备，

用于教育投资的资源就被挤占了。对此我们可以预期：同胞中女孩的

比例与个人的教育水平相关（李宏彬、张俊森，2008）。 

2.同胞性别结构与家庭内部人际互动 

另一类研究将同胞间以及孩子与父母的互动看作是一种社会化

过程。这种家庭内部人际互动又因同胞性别结构的差异而不同

（Butcher & Case, 1994）。通过这种家庭内部人际互动的社会化过程，

父母形成了对男孩或女孩不一样的预期和目标。 
布彻和凯斯（Butcher & Case, 1994）提出的参照组理论认为，当

女孩只有兄弟的时候，父母会用男孩的标准去要求这个家中的独女。

但如果又生育了其他女孩的话，那么父母就会用女孩的标准去要求

她。因此，有兄弟的女孩其教育水平高于那些至少有一个姐妹的女孩。 
罗森伯格（Rosenberg, 1965）的少数性别假说认为，不论男女，

处于同胞中少数性别的孩子会受到父母的特别优待，因此其教育获得

相对较高。康利（Conley, 2000）的“修正版少数性别假说”正好相反。

该理论认为，处于少数性别地位或拥有异性同胞不利于教育获得。因

为“同性同胞存在会形成一种竞争性的、以成就为导向的环境，而异

性同胞会形成一种更友善的、不那么进取的环境”（Conley, 2000:445）。 
 
（二）经验证据 

尽管有若干种理论解释同胞性别结构效应，但是经验证据并不一

致。鲍威尔和斯蒂尔曼（Powell & Steelman, 1989）发现，同胞中兄弟

数量越多，父母为子女大学教育提供的财政资助就越少，学生自我承

担大学教育成本的概率就越高。布彻和凯斯（Butcher & Case,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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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只有兄弟的女性和那些至少有一个姐妹的女性相比，前者的教

育水平更高。但是后续一些采用类似方法的研究发现，同胞性别结构

效应在发达国家存在的证据相当微弱（Amin, 2009; Bauer & Gang, 
2001; Hauser & Kuo, 1998; Kuo & Hauser, 1997; Jacob, 2011; Kaestner, 
1997）。 

然而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基本上都发现了同胞性别结构效应

（Dayioğlu et al., 2009; Morduch, 2000; Ota & Moffatt, 2007; Zeng et al., 
2012）。帕里什和威利斯（Parish & Willis, 1993）对台湾地区的研究发

现，父母在对子女进行教育投资时面临预算约束，对大家庭中年长的

孩子（特别是女孩）尤其不利。李宏彬和张俊森（2008）针对中国大

陆城市地区的研究发现，拥有兄弟对个人的受教育机会不利，拥有姐

妹则相反。叶华和吴晓刚（2011）发现，兄弟数对教育获得的负效应

大于姐妹数。 
 
 

三、中国的背景 
 
（一）父权制文化下的“儿子偏好”与家内资源分配的“男孩偏向” 

在中国的父权制家庭文化下，父母存在强烈的“儿子偏好”，当

家庭中存在不同性别的子女时，父母会将更多的家庭资源分配给男

孩，由此形成家庭内部资源分配上的“男孩偏向”。 
为什么中国家庭存在“儿子偏好”以及资源分配时的“男孩偏

向”？有研究认为，这是因为父权制文化对女性具有“直接的性别歧

视”（吴愈晓，2012:117），女性处于一种从属地位（Greenhalgh, 1985）。
而父权制家庭文化下的家庭社会化过程也强化了女性自身“女主内”

的性别角色定位，因此女性会主动放弃教育机会（吴愈晓，2012）。
换言之，这种家庭内部的性别不平等是受文化因素所致。 

但是我们认为，父母出于经济动机的考虑是造成家庭内部性别不

平等的更重要原因。父母在资源分配时偏向男孩，首先是因为男孩相

对于女孩具有更高的教育投资回报。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女性的劳动工资收入始终低于男性（Alderman & King, 1998）。 
其次，男孩和女孩接受教育的时间机会成本不一样。女孩因上学

而无法帮助父母照看弟妹或从事一些家庭作坊式的手工业生产，男孩

则因上学无法从事家庭农业生产或出外打工（Alderman & King, 

 5



社会学研究 

1998）。由于男孩参与外部劳动力市场的机会有限——比如禁止童工

的法律规定，而女孩参加家庭生产或自我雇佣则不受此类限制，因此

女孩上学的时间机会成本高于男孩。①  
第三，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在父权制文化下父母主要依靠儿子

养老，因此对儿子的教育投资可以获得终身的长期回报，而对女孩的

教育投资随着女孩出嫁成为“泼出去的水”之后就难以获得回报。 
（二）同胞性别结构与家庭内部资源分配 

中国文化下的家庭内部资源分配与子女性别相关，既涉及父母和

子女之间的双向的代际转移，也涉及子女之间的不对称的代内转移。 
家庭内部资源分配是一个多步骤的过程。父母首先需要决定如何

在自己和子女的消费之间进行分配。由于中国传统的以家族和血缘结

成纽带的社会文化，以及社会保障制度并不健全，父母倾向于在青壮

年时期将很大一部分收入用于抚养子女，然后在老年获得子女的养老

支持。中国家庭的主要开支和储蓄动机是为了子女的各种需要（Wei & 
Zhang, 2011）。这种家内资源分配的代际转移模式体现了父母和子女

的一种跨期互惠（Greenhalgh, 1985; Feldman et al., 2006）。 
对于多子女家庭，父母还要进一步决定如何在不同的孩子之间进

行资源分配。正如前面所说，增加对男孩的投资是一种有效率的资源

分配模式（Strauss & Thomas, 1995），由此产生的男孩偏好导致父母在

家庭资源的代际转移时会优先考虑男孩的需要（Chu et al., 2007; 
Greenhalgh, 1985; Feldman et al., 2006; Hannum et al., 2009b）。为了尽

可能将有限的资源投资于男孩，父母还采取一种非对称的横向资源转

移——牺牲女儿的利益来满足儿子的需求（Chu et al., 2007; 
Greenhalgh, 1985; Parish & Willis, 1993）。父母要么会减少对女孩的教

育投资，要么会让女孩过早的工作或嫁人来缓解家庭经济负担，从而

有利于年幼的弟弟妹妹的教育（Chu et al., 2007; Parish & Willis, 
1993）。正是由于父母在代际转移和代内转移都偏向男孩，因此同胞

中存在男孩将不利于个人的教育获得。这种男孩偏向型的家内分配模

式可以概括为“从女儿身上索取的更多，可以给予儿子的就更多，自

己将来能收获的也更多”（Greenhalgh, 1985:276）。 
家内资源分配的第三步要决定如何在孩子不同的支出项目中进

                                                        
① 我国法律规定禁止雇佣 16 岁以下儿童从事生产活动，因此在义务教育阶段女孩的教育机会成

本高于男孩。由于在我们的样本中个人平均受教育年限不到 7.3 年，我们认为女孩上学的机会成

本高于男孩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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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分配。在中国社会，子女的教育和婚姻是最重要的两项家庭储蓄动

机（Wei & Zhang, 2011），这两项支出构成了抚养子女的主要成本。男

孩偏好导致父母更偏好于增加男孩的教育支出，因此抚养男孩的教育

成本更高。那么抚养男孩的婚姻成本是否也较高呢？很多研究表明，

长期以来娶媳妇的花销要高于嫁女儿的开支（Brown et al., 2011; Wei 
& Zhang ,2011; Zhang, 2000）。例如家庭为儿子的婚姻而进行储蓄的动

机要强于为女儿婚姻进行储蓄的动机，新郎家庭在婚礼前后几年的储

蓄率基本都高于新娘家庭，大部分婚礼开销由新郎家庭承担（Wei & 
Zhang, 2011）。特别是农村地区存在一种社交性消费支出——通过在

葬礼、婚礼、日常的礼尚往来活动上增加支出来强化家庭在村落中的

社会地位。对于贫困的新郎家庭而言，这种地位获得型的婚礼支出尤

其明显（Brown et al., 2011）。此外，中国普遍存在一种婚后居住在男

方家庭的婚姻文化（Feldman et al., 2006）。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

夫妻婚后住在老房子的比例逐渐下降，住在新房的比例逐渐上升。特

别是从九十年代初期开始，为新婚夫妇准备一套新房成为一种基本的

必需品（Zhang, 2000），而这一责任主要由新郎的家庭承担（Wei & 
Zhang, 2011）。农村地区逐渐上涨的建房成本和城市地区高企的房价

无疑推高了抚养男孩的婚姻成本。 
综上所述，抚养男孩的成本相对更高。但是在中国家庭强烈的男

孩偏好下，这不仅不会减少父母对男孩的资源分配，反而导致男孩占

有更多的家庭资源。抚养成本的差异强化了男孩作为家庭内部资源

“吸收器”的作用。因此同胞中女孩比例越高，将会缓解父母为子女

进行储蓄的负担，特别是为儿子的婚姻支付进行储蓄的压力。相应的，

每一个孩子的教育支出将会增加。我们认为，在男孩偏好的基础上进

一步考虑不同性别子女的抚养成本差异，这是对中国家庭基于性别的

内部资源分配模式研究的一个重要拓展。①

 
（三）研究假说 

上述分析表明，效率假说和预算约束理论能解释同胞性别结构对

教育获得的影响。我们提出如下四个待验证的假说： 
假说 1：同胞性别结构会影响个人的教育获得，并且这种影响存

在性别间的差异。 

                                                        
①
 李宏彬和张俊森（2008）的研究中也涉及了这一内容，但他们并未进行深入的讨论。 

 7



社会学研究 

就个人的教育获得而言，同胞之中拥有兄弟是一种不利的同胞性

别结构，而同胞之中拥有姐妹或者女孩比例更高，则是一种有利的同

胞性别结构。因此我们预期，表示“有兄弟”的虚拟变量和个人教育

获得负相关，而女孩比例以及表示“有姐妹”的虚拟变量和个人教育

获得正相关。此外，由于存在男孩偏向，父母会尽可能优先满足男孩

的投资需要，因此男孩的教育获得受同胞性别结构的影响较小。 
假说 2：同胞性别结构效应在不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群体和户籍

状态拥有者之间具有异质性影响。 

当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较高，或者拥有城镇户籍，父母的性别偏

好会相对降低，并且这些家庭自我养老或者通过参加社会保障来养老

的机会更大，因此养儿防老的需求较弱。从而同胞性别结构效应对拥

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或城镇户籍的个人影响相对较弱。 
假说 3：同胞性别结构效应随着母亲在家中地位提高而减弱。 

由于母亲更偏好于增加子女的人力资本支出，或者更偏好增加对

女儿的支出（Alderman & King, 1998），因此夫妻双方谁拥有家庭决策

权将影响到子女的教育机会。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父权制文化盛行的

社会，丈夫在家中的地位一直是不可动摇的，因此家庭行为可以通过

一元模型（unitary model）来研究——家庭只有丈夫一个决策者（Chau 
et al., 2007）。然而随着女性受教育水平和社会地位的不断提高，妻子

在家中越来越多的拥有了和丈夫分享决策权力的机会，这也许会改善

家庭内部资源分配过程中的性别不平等。我们预期，同胞性别结构效

应会随着母亲在家中的地位提高而减弱。 
假说 4：同胞性别结构对不同出生队列人群的影响是不同的，取

决于特定历史时期的政策导向。 
中国居民的教育获得受不同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社会经济和教

育政策的影响很大（郝大海，2007；李春玲，2003；Deng & Treiman, 
1997; Lu & Treiman, 2008; Zhou et al., 1998）。在国家采取激进的“去

分层化”为导向的教育政策时，个人教育获得与其家庭背景的关系减

弱。但是当这种以公平为导向的政策结束时，教育获得对家庭背景的

依赖又会以其既有的路径恢复（李春玲，2003；Deng & Treiman, 1997）。
和教育获得的阶层不平等所不同的是，基于家庭内部资源分配的教育

性别不平等更加复杂。比如说，以效率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政策对教育

性别不平等的影响并不一致。现代化理论认为，教育性别差异会随着

经济增长以及现代化的进程而缩小。而“发展过程中的女性”（w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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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development）理论则认为，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将扩大性别差异，

因为男性相对而言更能从改善的经济环境和发展机会中受益。只有当

经济进一步发展才有可能缩小教育性别不平等（Hannum, 2005）。 
因此我们预期，同胞性别结构效应取决于个人受教育年龄段所处

的历史时期。当国家采取以公平为导向的政策时，同胞性别结构对教

育获得的影响会减弱。这一点对于那些受教育年龄段处在“文化大革

命”期间的个人而言尤其明显。与之相对，在国家采取以效率为导向

的政策时，则可能会增强同胞性别结构效应。但是随着经济发展的进

一步深入，同胞性别结构对教育获得的影响会减弱。 
 
 

四、数据、变量与方法 
 
（一）数据 

本文数据来自 2008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2008）。该调查采用分层的四阶段不等概率抽样方法：区

/县，街道/乡镇，居委会/村，家庭户。样本范围包括全国除宁夏、青

海、西藏三个省（自治区）以外的其他地区共计 6000 名 18 岁以上的

城乡居民。①我们将样本限定在最高教育程度已经完成、至少有一个

同胞、具备父母教育、职业等家庭背景信息的个人。因此本研究实际

的有效样本量为 5271 人。 
 

（二）变量 
我们用被访者的受教育年限度量个人的教育获得情况。 
参考已有研究（Butcher & Case, 1994; Hauser & Kuo, 1998; 

Kaestner, 1997），特别是和李宏彬、张俊森（2008）的研究进行对比，

我们在一系列回归模型中分别引入如下度量同胞性别结构的变量：表

示被访者是否有兄弟的虚拟变量（有兄弟=1），表示被访者是否有姐

妹的虚拟变量（有姐妹=1），同胞中女孩的比例（含本人）。 
我们还控制了被访者的同胞数以及排行。同胞数取值在 0-12 之

间，由于仅有 0.52%的被访者的同胞数超过 8 个，为避免少数极端值

对估计结果的影响，我们参考吴愈晓（2012）的方法将同胞数超过 8

                                                        
① 关于本调查的详细信息请参阅http://www.chinagss.org/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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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的统一赋值为 8。①排行的取值范围在 1-12 之间，但是 99.03%的被

访者在同胞中的排行不超过 7，因此将排行超过 7 的统一赋值为 7。②

性别、民族、户籍状态以及父母的政治和社会经济地位也是重要

的决定中国个人教育获得的因素（Hannum, 2002; Hannum & Xie, 1994; 
Lu & Treiman, 2008; Wu & Treiman, 2004）。因此，我们控制了被访者

的年龄、性别（女性=1）、民族（汉族=1）、上学时的户籍状态、父母

的教育水平（父亲和母亲当中较高的受教育年限）、被访者 14 岁时父

亲职业的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SEI）以及 14 岁时父亲是否是中共

党员（中共党员=1）等变量。由于 CGSS2008 并没有询问被访者 14
岁时的家庭收入，因此我们用父母教育水平以及 14 岁时父亲职业的

ISEI 得分作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代理变量。 
需要说明的是户籍状态和父亲职业的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两

个变量的构造。由于实际上很多人到 7 岁甚至更晚才开始读小学（Lu 
& Treiman, 2008），而最初求学阶段时的户籍状态直接影响今后一系列

教育阶段的机会和质量，所以我们参考叶华和吴晓刚（2011）的做法，

设置了被访者在 7 岁或之前是否拥有城镇户籍这一虚拟变量（被访者

7 岁或之前拥有城镇户口=1）。 
CGSS2008 根据 1988 年国际标准职业分类代码对被访者 14 岁时

父亲的职业进行了编码。我们根据甘泽布姆等人（Ganzeboom et al., 
1992）的方法将其转换为父亲的国际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由于很

多被访者没有汇报其 14 岁时父亲的职业状况，而这部分被访者平均

教育水平较低（缺失值当中 76.07%的受教育年限不超过 9 年），因此

我们对缺失值进行了信息填补。具体做法是：首先用被访者 14 岁时

母亲的 ISEI 得分填补（吴愈晓，2012）。如母亲信息也缺失，再根据

被访者 7 岁或之前是否拥有城镇户口以及父亲是否是中共党员将样本

分成 4 类，分别用这 4 类群体的父亲 ISEI 均值进行填补。然后，我们

仿照陆瑶和唐启明（Lu & Treiman, 2008）的方法，设置了一个表示被

访者 14 岁时父亲 ISEI 得分缺失的虚拟变量（父亲 ISEI 信息缺失=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1。 
 

                                                        
① 有一些专门探讨同胞规模效应的研究出于稳健性检验的考虑，将同胞数处理为虚拟变量。我们

尝试了这一做法，发现并不显著影响回归结果。由于本文的目的并不是研究同胞规模效应，只是

在控制同胞数的前提下探讨同胞性别结构效应，且将其处理成虚拟变量会在增加变量个数的同时

消耗自由度，因此在后面的分析中我们仍然将其处理为连续型变量。 
② 我们尝试了用其他数值来对同胞规模和排行进行截取处理，回归结果并不发生显著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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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值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被访者受教育年限 7.270 4.098 

7 岁或之前拥有城镇户口 21.12% .408 

汉族 91.62% .277 

年龄 44.165 13.116 

女性 51.64% .500 

父母受教育年限 4.491 4.309 

父亲 ISEI 45.477 9.852 

父亲 ISEI 缺失 72.89% .445 

14 岁时父亲是中共党员 9.87% .298 

同胞数量 3.349 1.769 

出生顺序 2.681 1.536 

有兄弟 87.06% .336 

有姐妹 81.24% .390 

女孩比例 48.35% .241 

N 5271 

注：数据根据抽样概率进行加权。 

（三）方法 
我们利用 OLS 方法估计同胞性别结构对教育获得的影响，数据按

照抽样概率进行加权。由于我们使用的数据在每个初级抽样单位

（PSU）——区/县——抽取了 60 个家庭户的 60 个被访者，因此数据

在区/县层面上存在聚类，这会导致 OLS 回归估计系数的标准误产生

偏误。为此我们对标准误进行了区/县层面的聚类调整。 
 

 
五、结果及讨论     

 
（一）同胞性别结构与教育获得的描述性结果 

如表 2 所示，随着同胞数量的增加，平均受教育年限趋于下降，

这符合已有研究所发现的孩子数量-质量权衡的规律（吴愈晓，2012；
叶华、吴晓刚，2011）。此外表 2 揭示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即使保

持同胞数量不变，个人教育获得与同胞性别结构也具有系统性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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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在各种同胞规模下，个人如果拥有兄弟，其受教育年限都比没有

兄弟的要少。与之相对，拥有姐妹的个体其受教育年限基本都高于没

有姐妹的。但是，拥有姐妹的这种优势在同胞规模增加到 6 个之后就

消失甚至逆转了。这可能是因为同胞数超过 6 个且没有姐妹的被访者

极少，测量误差导致这部分群体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异常偏高所致。总

体而言，表 2 的结果表明，有兄弟不利于个人的教育获得，有姐妹有

利于个人教育获得，并且有兄弟的负效应要更加一致且明显。 
 

表 2  按照同胞规模和性别结构区分的平均受教育年限 

同胞数 总  体 无兄弟 有兄弟 无姐妹 有姐妹 

0 9.80 (390) 9.80 (390) . 9.80 (390) . 

1 9.09 (862) 9.38 (358) 8.89 (504) 8.89 (504) 9.38 (358) 

2 8.12 (1193) 8.58 (188) 8.03 (1005) 7.64 (316) 8.29 (877) 

3 6.90 (1080) 8.38 (104) 6.74 (976) 5.98 (127) 7.02 (954) 

4 6.53 (937) 8.28 (40) 6.45 (897) 6.03 (43) 6.55 (894) 

5 6.38 (695) 7.02 (13) 6.37 (682) 6.18 (27) 6.39 (669) 

6 6.00 (388) 8.88 (3) 5.98 (385) 9.24 (5) 5.96 (383) 

7 6.04 (190) . 6.04 (190) 11.00 (0) 6.04 (190) 

8+ 6.00 (113) . 6.00 (113) 0 (1) 6.06 (112) 

平均 7.44 (5849) 9.23 (1096) 7.02 (4753) 8.46 (1413) 7.11 (4436) 

注：数据根据抽样概率加权，括号内为加权的频数。 

（二）养老预期与教育获得 
父母进行资源分配时偏好男孩是因为父母将来养老主要依靠儿

子。由于数据所限我们观察不到父母进行教育投资决策之前的养老预

期，所以我们不能对此进行直接验证。但是 CGSS2008 提供了居住安

排的信息，因此我们进行了一个间接的检验。 
在中国的家庭文化下，与父母同住的成年子女往往承担了主要的

养老责任（Xie & Zhu, 2009）。我们按照子女成年之后是否与父亲（或

母亲）同住分别比较了男性和女性平均受教育水平的差异。①我们预

期，那些已婚且与父亲（或母亲）同住的子女，作为父母养老责任的

主要承担者，在他们受教育期间受到了父母的格外关注和偏好，从而

                                                        
① 我们考察的对象限定在那些至少有一个同胞、非未婚个人。这样做是为了排除那些因为没有同

胞而不得不与父母共住，或者因为未婚没有独立住房从而与父母共住的被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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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水平应该较高——对于女性尤其如此。 
我们发现，对于女性，与父母同住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比不与父母

同住的高出 1.04 年（p=0.0007）。对于男性，前者比后者高出 0.29 年

（p=0.0981）。由此可见，与父母共住的成年子女的平均教育水平更高，

并且这在女性身上表现的尤其明显。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不管男孩是

否与父母共住都多少承担了养老责任，而在“嫁出去的女儿就是泼出

去的水”的观念下，女性只有与父母共住才有可能承担养老责任，所

以父母对与其共住的女儿在进行教育投资时格外青睐，对女儿的预期

回馈更加强烈的影响父母对其的教育投资。 
当然另一种可能的原因是，具有较高教育水平的子女更有经济实

力承担养老责任从而与父母共住（Xie & Zhu, 2009）。但是我们进一步

发现，不论是否与父母同住，男女总体上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差距为 1.41
年（p=0.0000）。在那些不与父母同住的个体中，男女平均受教育年限

差距为 1.44 年（p=0.0000）。而在那些与父母同住的个体中，这一差

距只有 0.69 年（p=0.0172）。由此可见，与父母同住（也即承担了主

要的养老责任）将会显著缩小男女教育差异，这有可能是因为父母对

那些同样承担了养老责任的女儿给予了更多的教育投资。因此我们推

测：父母的养老预期影响其教育投资决策，而主要依靠儿子养老造成

了家庭内部资源分配时的男孩偏好。①换言之，父母对女孩的教育投

资在平均意义上少于其对男孩的投资，主要是因为男孩有更大的概率

承担养老责任。一旦女孩也承担这一责任，那么父母对女孩的教育投

资并不必然偏少。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在父母家庭决策过程中，经

济动机往往比文化习俗的影响更强烈。当然这只是一个初步的验证，

考虑到父母养老预期和教育投资决策往往是同时决定或者互为因果，

因此不应当将其理解为严格的因果关系。 
 

表 3          按照居住安排和性别区分的平均受教育年限 

 不与父（母）共住 与父（母）共住 差异 

男 8.71 8.99 -.29*

女 7.27 8.31 -1.04***

差异 1.44*** 0.69**  

注：* p < 0.1, ** p < 0.05, *** p < 0.01。 

                                                        
① 就我们的样本而言，男性当中与父（母）共住的比例为 15.73%，女性当中这一比例为 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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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同胞性别结构的总体影响以及在性别之间的异质性影响 

接下来我们正式考察同胞性别结构对教育获得的影响。总体而

言，我们发现了显著的同胞性别结构效应。全样本回归结果发现，拥

有兄弟将导致个人受教育年限显著下降 0.4 年（p=0.050）。而同胞中

女孩比例每增加 10%，个人的受教育年限将提高 0.1 年（p=0.002）。
拥有姐妹对个人教育获得的正效应并不显著。①

表 4 的模型 1-3 进一步考察同胞性别结构是否如已有研究那样只

对女性产生影响（Chu et al., 2007）或者对女性影响更大（李宏彬、张

俊森，2008）。从回归结果来看，有兄弟（不利的同胞性别结构）对

男性没有影响，对女性却有显著的负效应——拥有兄弟将导致女性的

受教育年限显著的降低 1.023 年（=0.020-1.043，p=0.002），并且这种

影响具有显著的性别间差异。这一结果也表明，布彻和凯斯（Butcher 
& Case, 1994）提出的参照组理论并没有得到证实——我们没有发现

拥有兄弟将有利于女性的教育获得。有姐妹（有利的同胞性别结构）

的影响尽管在男女之间显著不同，但对男女各自的影响均不显著。同

胞中女孩比例越高（有利的同胞性别结构）对男女的教育获得都具有

显著的正效应，但是这种影响并不存在显著的性别间差异。 
上述结果表明，有利的同胞性别结构对男女同样有利，但是不利

的同胞性别结构却只影响女性而并不影响男性。因此同胞性别结构效

应并非简单的对女性教育获得影响更大，而是具有一种复杂的性别间

异质性，这和朱敬一等人（Chu et al., 2007）所观察到的并不相同。然

而这恰恰再次证明，同胞性别结构起作用的前提是中国家庭强烈的男

孩偏好和面临的预算约束。当家庭预算约束因为不利的同胞性别结构

而变得更加紧张时，父母首先减少了对女孩的教育投资，因此导致同

胞性别结构在性别间的非对称影响。 
我们还参考李宏彬和张俊森（2008）的方法，引入被访者是否属

于少数性别这一变量来验证父母是否偏好家中处于少数性别的孩子。

结果发现，是否处于少数性别地位对教育获得并不具有显著影响。②

结合上述结果，我们认为假说 1 基本得到了证实：同胞性别结构

                                                        
①
 由于针对全样本的回归结果基本类似于表 4的同胞性别结构在男女之间的异质性影响，因此正

文没有汇报这部分结果。 
② 如果家中男孩数量大于女孩数量且被访者是女孩，或者女孩数量大于男孩数量且被访者是男

孩，则“属于少数性别”变量赋值为 1，否则为 0。为节省篇幅这部分结果没有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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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影响个人的教育获得，而效率假说和预算约束理论最符合这里的发

现。并且同胞性别结构在男女之间具有一种复杂的非对称性。 
 

表 4    同胞性别结构对男女受教育年限的异质性影响 

自变量 （1） （2） （3） 

城镇户口 
2.136***

(.230) 
2.155***

(.235) 
2.139***

(.229) 

汉族 
.917***

(.313) 
.929***

(.312) 
.934***

(.312) 

年龄 
-.059***

(.006) 
-.059***

(.008) 
-.058***

(.009) 

女性 
-.654*

(.333) 
-1.006***

(.255) 
-1.908***

(.332) 

父母教育水平 
.236***

(.024) 
.237***

(.025) 
.237***

(.024) 

父亲的 ISEI 得分 
.009 

(.006) 
.010 

(.006) 
.009 

(.006) 

父亲 ISEI 得分缺失
-.975***

(.171) 
-.981***

(.168) 
-.979***

(.171) 

父亲是中共党员 
.489**

(.214) 
.466**

(.216) 
.497**

(.215) 

同胞数 
-.180***

(.043) 
-.205***

(.049) 
-.217***

(.044) 

出生顺序 
.154***

(.040) 
.153***

(.040) 
.157***

(.040) 

有兄弟 
.020 

(.201) 
  

有兄弟×女性 -1.043***

(.334) 
  

有姐妹  .441 
(.268) 

 

有姐妹×女性  -.717**

(.318) 
 

女孩比例   .972**

(.436) 

女孩比例×女性   .143 
(.656) 

常数项 8.777***

(.560) 
8.487***

(.696) 
8.509***

(.660) 
R2 .357 .355 .357 
N 5271 5271 5271 

注：数据按照抽样概率加权，括号内为聚类稳健的标准误，* p < 0.1, ** p < 0.05, *** p < 0.01。 

 
（四）按社会经济地位和户籍状态区分的同胞性别结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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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我们的预期，如果同胞性别结构效应随着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提高而减弱的话，那么主效应和交互效应应该具有相反的系数。表 5
模型 1-6 的结果基本符合这一规律：同胞性别结构的净效应有向零的

变化趋势，但是结果不够稳健。 
表 5 模型 1-3 的结果表明，有姐妹对教育获得的帮助随着父母教

育水平的提高而减弱。具体而言，在父母教育水平取均值时（4.491
年），拥有姐妹将导致个人受教育年限显著提高 0.128 年（=0.559-0.096
×4.491）。随着父母教育水平的提高，拥有姐妹的这一优势逐渐消失。

但是，有兄弟对教育获得的影响并不随着父母教育水平提高而发生显

著的变化，而女孩比例的影响却随着父母教育水平提高而增强。 
表 5 模型 4-6 给出了同胞性别结构效应是否随父亲的 ISEI 得分变

化而改变。我们发现，三个变量的主效应和交互效应符号都相反，但

是只有“有兄弟”的两种效应是显著的。当父亲 ISEI 得分取均值时

（ 45.477），拥有兄弟将导致个人的受教育年限降低 0.404 年

（=-1.632+0.027×45.477）。但是当父亲 ISEI 得分不断提高时，拥有

兄弟的这一不利影响逐渐消失。 
那么同胞性别结构效应是否因户籍状态而有所不同？区分城乡

户籍子样本的回归结果表明，有兄弟和女孩比例两个变量在农村户籍

子样本的回归中分别具有显著负和显著正的系数，但在城镇户籍子样

本的回归中都不显著。①然而表5模型7-9基于交互项的研究结果显示，

同胞性别结构效应在城乡之间的差异并不具有一致或显著的规律。 
综合这些结果，我们认为假说 2 只是部分得到了验证：同胞性别

结构效应随着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提高而减弱，但是结果并不稳健。与

此同时，同胞性别结构效应在城乡户籍拥有者之间并无一致的变化规

律。对此可能的解释包括两点：首先，在一个解释变量以及交互项相

对较多的模型中，样本容量有限导致估计系数的标准误会增大；其次，

同胞性别结构效应是家庭面临预算约束时的理性选择。尽管我们推测

拥有更高教育程度、职业地位或城镇户籍的家庭应该具有更加平等的

性别意识，但是这些变量都不是对家庭经济状况——或者说所面临的

预算约束程度——的直接度量。由于数据所限，我们无法利用被访者

上学时的家庭收入对这一问题进行直接的验证。 
 

                                                        
① 为节省篇幅，这里没有汇报区分城乡户籍子样本的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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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母亲在家中的相对地位是否影响同胞性别结构效应？ 
我们以母亲是否相对父亲拥有更高的教育水平或者更高的ISEI得

分作为母亲在家中相对地位的一个代理指标。该变量是一个虚拟变

量，如果母亲的教育水平或者ISEI得分高于父亲的对应指标，那么变

量取值为 1，否则为 0。按照母亲是否拥有更高的地位将样本分成两

组，子样本回归结果表明①：首先，同胞性别结构变量只在母亲地位

较低的子样本中具有符合预期的符号和显著性，在母亲地位较高的子

样本中都不显著。其次，男女受教育水平仅在母亲地位较低的子样本

有显著差异，在母亲地位较高的子样本中并无显著不同。这说明母亲

相对地位提高可能主要有利于改善女孩的福利状况。②

为了验证同胞性别结构效应是否因母亲相对地位提高而发生显

著改变，我们在表 5 模型 10-12 当中通过引入交互项的方法来进行直

接检验。结果表明，尽管同胞性别结构的主效应和交互效应符号相反

（“女孩比例”变量例外），但是交互项并不显著。换言之，同胞性别

结构效应并不随着母亲相对地位的提高而显著的改变，因此假说 3 没

有得到有效的验证。对此可能的原因包括如下两点：一是母亲地位较

高的子样本规模远远小于母亲地位较低的群体，导致估计系数的标准

误较大。二是出于数据限制，本文使用的相对地位变量也许没有准确

反映母亲在家中的讨价还价能力。今后的研究可以利用母亲是否是户

主、母亲相对父亲的收入、嫁妆相对彩礼的数量、甚至母亲的头胎子

女是否是男孩作为相应的度量指标进行验证（吴晓瑜、李力行，2011）。 
 
（六）同胞性别结构对不同出生队列教育获得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 60 多年来，在前半段“毛泽东时代”，尽管存在“两

条路线的斗争”，但是国家政策总体上以去分层化的意识形态主导，

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更是采取了激进的、旨在消除阶级、性 
别、城乡差异的教育政策（Tsang, 2000），出现了“铁姑娘”等一批

去性别化、消除性别差异的政策产物（金一虹，2006）。在后半段的

经济改革开放时代，国家政策更多的以追求效率为导向。1992 年邓小

平“南巡讲话”标志着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① 为节省篇幅，正文没有汇报这部分结果。 
② 事实上，对加纳的研究发现，那些母亲相对父亲拥有更高教育水平的女性，对女儿人力资本投

资水平的影响更大（Thomas, 1994）。我们也发现，父母各自教育水平对子女的影响显著不同。

具体而言，父亲和母亲教育水平对女孩教育获得的影响更大。并且对女孩来说，母亲教育水平的

影响显著大于父亲教育水平的影响（具体回归结果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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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按社会经济地位、户籍状态以及母亲相对地位区分的同胞性别结构效应 

自变量 
（1） 
有兄弟 

（2） 
有姐妹

（3） 
女孩比例

（4） 
有兄弟 

（5） 
有姐妹 

（6） 
女孩比例

（7） 
有兄弟 

（8） 
有姐妹 

（9） 
女孩比例

（10） 
有兄弟 

（11） 
有姐妹 

（12） 
女孩比例

城镇户口 
2.145***

(.231) 
2.137***

(.233) 
2.142***

(.230) 
2.134***

(.230) 
2.146***

(.233) 
2.126***

(.227) 
1.806***

(.306) 
2.074***

(.254) 
1.556***

(.233) 
2.130***

(.231) 
2.151***

(.234) 
2.132***

(.230) 

汉族 
.930***

(.313) 
.941***

(.318) 
.928***

(.310) 
.934***

(.313) 
.935***

(.314) 
.936***

(.312) 
.925***

(.314) 
.639*

(.344) 
.641*

(.342) 
.928***

(.313) 
.936***

(.314) 
.934***

(.311) 

年龄 
-.060***

(.009) 
-.058***

(.009) 
-.059***

(.009) 
-.059***

(.009) 
-.060***

(.009) 
-.058***

(.009) 
-.059***

(.009) 
-.064***

(.007) 
-.064***

(.007) 
-.059***

(.009) 
-.060***

(.009) 
-.058***

(.009) 

女性 
-1.571***

(.125) 
-1.593***

(.126) 
-1.838***

(.165) 
-1.568***

(.124) 
-1.591***

(.125) 
-1.841***

(.165) 
-1.566***

(.124) 
-1.354***

(.107) 
-1.535***

(.126) 
-1.566***

(.124) 
-1.591***

(.125) 
-1.836***

(.165) 

父母教育水平 
.190***

(.040) 
.316***

(.040) 
.168***

(.036) 
.237***

(.024) 
.238***

(.025) 
.237***

(.024) 
.236***

(.024) 
.238***

(.017) 
.238***

(.017) 
.235***

(.024) 
.238***

(.025) 
.234***

(.024) 

父亲的 ISEI 得分 
.010 

(.006) 
.010*

(.006) 
.009 

(.006) 
-.013 
(.011) 

.019*

(.010) 
.022*

(.012) 
.009 

(.006) 
.008*

(.004) 
.009*

(.004) 
.010 

(.006) 
.010 

(.006) 
.010 

(.006) 

父亲 ISEI 得分缺失 
-.982***

(.170) 
-.970***

(.167) 
-.978***

(.171) 
-.996***

(.167) 
-.982***

(.169) 
-1.000***

(.167) 
-0.984***

(.168) 
-.921***

(.132) 
-.910***

(.134) 
-.977***

(.170) 
-.977***

(.170) 
-.969***

(.170) 

父亲是中共党员 
.473**

(.216) 
.433**

(.216) 
.541**

(.216) 
.463**

(.216) 
.460**

(.215) 
.485**

(.216) 
.482**

(.215) 
.573***

(.154) 
.591***

(.153) 
.478**

(.216) 
.462**

(.214) 
.491**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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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胞数 
-.175***

(.043) 
-.217***

(.050) 
-.216***

(.043) 
-.180***

(.043) 
-.206***

(.048) 
-.218***

(.043) 
-.179***

(.043) 
-.211***

(.046) 
-.228***

(.044) 
-.179***

(.043) 
-.207***

(.048) 
.217***

(.043) 

出生顺序 
.155***

(.040) 
.158***

(.040) 
.156***

(.039) 
.157***

(.040) 
.154***

(.040) 
.156***

(.040) 
.156***

(.040) 
.139***

(.033) 
.141***

(.033) 
.155***

(.040) 
.154***

(.040) 
.157***

(.040) 

同胞性别结构 
-.721***

(.260) 
.559**

(.244) 
.332 

(.384) 
-1.632***

(.539) 
.537 

(.566) 
2.296**

(.900) 
-.508*

(.260) 
-.057 
(.174) 

.382 
(.273) 

-.417**

(.203) 
.049 

(.167) 
.995***

(.331) 

同胞性别结构 
×父母教育水平 

.054 
(.037) 

-.096***

(.031) 
.141***

(.054) 
         

同胞性别结构 
×父亲 ISEI 

   
.027**

(.012) 
-.011 
(.013) 

-.028 
(.020) 

      

   
同胞性别结构 

×城镇户口 
      

.393 
(.356) 

-.106 
(.233) 

.888**

(.364) 

同胞性别结构 
×母亲相对地位 

         
.143 

(.156) 
-.042 
(.207) 

.399 
(.306) 

常数项 
9.410***

(.589) 
8.328***

(.696) 
8.861***

(.643) 
10.138***

(.716) 
8.422***

(.703) 
7.898***

(.703) 
9.203***

(.567) 
9.834***

(.554) 
9.707***

(.569) 
9.100***

(.572) 
8.816***

(.640) 
8.464***

(.637) 

R2 .356 .356 .358 .357 .354 .357 .355 .366 .368 .355 .354 .357 
N 5271 5271 5271 5271 5271 5271 5271 5271 5271 5271 5271 5271 

注：每个模型使用的同胞性别结构变量各不相同。数据按照抽样概率加权，括号内为聚类稳健的标准误，* p < 0.1, ** p < 0.05, ***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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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参考郝大海（2007）的方法，根据出生队列将样本人群分成

五组，具体如下：Cohort1（1946 年之前出生）。按照 7 岁上小学计

算，①这批人最晚将在 1965 年考大学，所以不受“文革”的影响；Cohort2
（1947-1957 年出生），这批人中的一部分在上小学或初中时遇上

1958-1960 年间中国基础教育“大跃进”式的扩张政策（Tsang, 2000），
此外这批人的高考入学年龄正好处于“文革”期间，因此他们是受“大

跃进”、“文革”等去分层化政策影响最大的群体，其教育获得在很

大程度上不取决于家庭背景；Cohort3（1958-1965 年出生），这批人

中的一部分在“文革”期间升入中学，但是升大学的时间基本都在 1977
年恢复高考之后，所以受“文革”的影响较小。此外，这一队列中部

分人群的小学和初中教育还受到 70 年代农村地区基础教育普及政策

的影响（李云森、齐豪，2011），因此相对来说教育获得和家庭经济

状况的关系也较小；Cohort4（1966-1972 年出生），这批人在初中之

后的升学就不受“文革”影响，并且处在强调效率的改革开放初期；

Cohort5（1973 年之后出生），这批人最早在 1980 年升入小学，1986
年升入初中，此时正面临《义务教育法》这一普及型教育政策的影响，

接受大学教育的时间几乎也处于改革开放深化阶段之后（1992 年）。 
由于 Cohort1 中大部分人的受教育时间处在经济和教育极度欠发

展的年代，教育的经济价值很低，因此资源稀释作用并不明显（Lu & 
Treiman, 2008），我们预期同胞性别结构效应对该队列的教育获得并

无显著影响。Cohort2 和 Cohort3 的教育经历处于“文革”这样一个去

分层化的年代，我们预期同胞性别结构效应对这两个队列的影响最不

明显，特别是处于“文革”初期的 Cohort2。Cohort4 和 Cohort5 的教

育经历主要处于以经济效率为政策导向的改革开放期间，因此同胞性

别结构效应对这两个队列的影响较大。但 Cohort5 处于改革开放的深

化阶段，并且又受《义务教育法》的影响，因此我们预期同胞性别结

构效应对 Cohort4 的影响更明显。 
表 6 汇报了具体结果。和预期相符的是，在受“文革”影响最大

的出生队列 2 中，同胞性别结构效应均不显著。对于教育经历完全不

受“文革”影响，但又缺乏普及性的教育政策干预，且处在改革开放

早期的出生队列 4 而言，“有兄弟”以及“女孩比例”的系数均具有

符合预期的显著性和符号。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以及《义务教育法》

                                                        
① 在我们的样本中，小学开始年龄分布最多的是 7岁（39.24%），其次是 8 岁（2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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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台，有兄弟不再对出生队列 5 产生负效应，但是女孩比例对该队

列的正效应却变得更加明显。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出生队列 5 所处的

社会人口结构进一步增加了男孩的抚养成本，因此女孩比例提高对教

育获得的帮助就更加明显。根据我们的设定，出生队列 5 覆盖的阶段

恰恰是中国出生性别比不断攀升的阶段（曾毅，2006）。出生性别比

上升导致男孩在婚姻市场上处于弱势地位，为了增加男孩将来的觅偶

优势，家庭竞相增加对男孩的婚姻储蓄——比如准备一套住房几乎成

了必需条件（Wei & Zhang, 2011）。因此在该阶段，男孩的相对抚养成

本变得更高，家中女孩比例提高对教育获得的正效应也就更加明显。 
严格的统计检验进一步表明，这种影响在出生队列之间存在显著

差异。比如“有兄弟”在出生队列 2 和出生队列 4 的差异（p=0.0664）。
再比如“女孩比例”在出生队列 2和出生队列 4之间的差异（p=0.0240），
以及在出生队列 2 和出生队列 5 之间的差异（p=0.0005）。综合这些结

果，我们认为假说 4 得到了证实。 
 

表 6  同胞性别结构对不同出生队列教育获得的影响 

自变量 （1）有兄弟 （2）有姐妹 （3）女孩比例

城镇户口 
2.143***

(.234) 
2.151***

(.238) 
2.155***

(.234) 

汉族 
.893***

(.306) 
.885***

(.301) 
.889***

(.308) 

Cohort2 
-.403 
(.641) 

.157 
(.637) 

.425 
(.546) 

Cohort3 
1.378*

(.791) 
1.330 
(.824) 

.887 
(.648) 

Cohort4 
1.570**

(.641) 
1.457**

(.608) 
.911**

(.507) 

Cohort5 
2.018***

(.602) 
2.741***

(.603) 
1.461**

(.646) 

女性 
-1.555***

(.125) 
-1.587***

(.124) 
-1.825***

(.160) 

父母教育水平 
.237***

(.024) 
.238***

(.024) 
.237***

(.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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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 ISEI 得分 
.009 

(.006) 
.009 

(.006) 
.008 

(.006) 

父亲 ISEI 得分缺失 
-.983***

(.166) 
-.975***

(.167) 
-.998***

(.168) 

父亲是中共党员 
.499**

(.214) 
.482**

(.209) 
.538**

(.215) 

同胞数 
-.170***

(.044) 
-.206***

(.050) 
-.208***

(.044) 

出生顺序 
.140***

(.041) 
.143***

(.041) 
.136***

(.039) 

同胞性别结构×Cohort1
-.342 
(.596) 

.605 
(.593) 

.749 
(.806) 

同胞性别结构×Cohort2
-.034 
(.328) 

.261 
(.298) 

-.413 
(.472) 

同胞性别结构×Cohort3
-.593 
(.492) 

.356 
(.630) 

1.264*

(.745) 

同胞性别结构×Cohort4
-.925**

(.367) 
.095 

(.270) 
.998**

(.485) 

同胞性别结构×Cohort5
-.321 
(.322) 

-.303 
(.190) 

1.814***

(.540) 

常数项 
5.532***

(.670) 
4.841***

(.677) 
5.193***

(.615) 

R2 .361 .360 .364 
N 5271 5271 5271 

注：（1）模型 1-3 的同胞性别结构变量分别为“有兄弟”、“有姐妹”、“女孩比例”。（2）数据按照

抽样概率加权，括号内为聚类稳健的标准误，* p < 0.1, ** p < 0.05, *** p < 0.01。 

 
 

六、结  论 
 
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从家庭内部寻找中国教育性别不平等的原

因。生育率下降带来的同胞规模减少被认为是教育性别差异缩小的重

要贡献。然而，同胞规模效应考察的是一种“家庭间的不平等”，它

会因同胞性别结构、出生顺序、出生间隔效应的存在而含混。因此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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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考察同胞性别结构效应是对同胞规模概念的一种拓展（Chu et al., 
2007; Powell & Steelman, 1990）。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提出了若

干种竞争性的假说去解释可能存在的同胞性别结构对个人教育获得

的影响。但是相关的经验证据并不一致，特别是针对中国的研究数量

相对较少。 
基于中国的全国抽样调查数据，我们发现同胞性别结构会对个人

教育获得产生显著影响，而效率假说和预算约束理论可以解释中国家

庭的内部资源分配模式。具体而言，拥有兄弟不利于个人的教育获得，

而同胞中女孩比例越高越有利于个人的教育获得。这种同胞性别结构

效应在性别间具有复杂的非对称性：有利的同胞性别结构同时影响男

性和女性，但是不利的同胞性别结构只影响女性。此外我们还发现，

同胞性别结构对不同出生队列人群教育获得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然

而，同胞性别结构效应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和户籍状态的个人之间并

没有表现出一致且稳健的变化规律。母亲在家庭中相对地位提高对家

庭内部资源分配的影响也并不显著。 
和本文视角相近的研究包括帕里什和威利斯（Parish & Willis, 

1993）以及李宏彬和张俊森（2008）的研究。和这些研究相比，本文

的贡献体现在以下三点。 
首先，我们对这一主题提供了更新的来自中国大陆地区的经验证

据。帕里什和威利斯（Parish & Willis, 1993）讨论的是台湾地区上世

纪 80 年代中期之前的样本，李宏彬和张俊森（2008）使用的则是

1988-2001 年间的中国大陆城市地区的样本。本文数据来自 2008 年的

全国抽样调查，这样可以从一个更长的时间跨度和更大的范围上对该

主题进行考察。 
其次，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从微观的家庭背景以及

宏观的历史时期考察了同胞性别结构效应的异质性影响，拓展了已有

文献的研究范围，对深入理解家庭内部资源分配以及教育性别不平等

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第三，本文的结果引出另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和同胞性别结构

相关的家庭内部资源分配模式受性别文化影响大还是受家庭经济状

况影响更大？长期以来，家庭内部资源分配的“男孩偏向”被归因于

传统文化下的性别刻板印象甚至性别歧视。但我们认为，这种分配方

式在本质上是父母面临预算约束时做出的理性选择。比如我们发现，

父母的养老预期与子女教育获得存在一定的关系。如果女儿也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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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支持，那么父母对女孩的教育投资并不必然偏低。当然，在缺乏

合适的工具变量等估计方法下我们无法将其看作是一种因果关系。对

此，今后可以进一步利用社会养老保险覆盖范围这一自然实验进行深

入的研究。 
再比如，我们发现基于同胞性别结构的家内资源分配模式并不如

预期的那样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或城乡户籍的家庭之间存在一致的

差异。这同样为我们进一步理解中国的家庭内部分配模式提供了启

示。尽管中国的性别偏好因父母的教育水平和城乡居住地存在差异

（Xie, 1989），但是我们并没有发现这种文化上的性别偏好差异直接影

响了家庭内部资源分配模式。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中国长期存在

的教育收益率上的“脑体倒挂”以及改革开放之前的去分层化政策导

致不同家庭之间的经济状况差异并不如教育和职业上的差异那样明

显。因此，尽管不同家庭在性别文化上有所不同，但是在更为基础的

经济状况没有发生显著改变的时候，家庭内部资源分配模式仍然体现

着一种既有的经济理性决策特点。事实上，家庭决策时所表现出的经

济理性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强烈。比如即使在“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

激进的年代，父母在应对城市家庭必须选择一个成年子女“上山下乡”

的政策时仍然表现出一种经济理性——他们倾向于把能力较弱的孩

子送出去接受“再教育”，而把能力较强的孩子留在身边以备将来的

养老之需（Li et al., 2010）。 
基于本文的发现，我们认为同胞性别结构效应是一种预算约束环

境下的结果（Chu et al., 2007），这为减少教育性别差异的公共政策提

供了空间。比如增加公共教育支出、提供良好的社会保障等缓解家庭

预算约束的政策都可以有效的缩小源自家庭内部的性别不平等。由于

我们的研究结果和已有的几项研究发现并不完全相同，因此对这一主

题还需要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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